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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特殊

的发展命题和改革命题。处理这种特殊的命题,重要的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

新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使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首要动力。以效率为持

续增长的首要动力, 需要处理的重要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因为在一定条件下,效

率与公平之间往往会存在深刻的矛盾。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应根据不同的原因,

采取不同的相应的措施, 以更妥善地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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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5人民日报62005 年 12 月 21 日。

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这一阶段具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一直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存在怎

样的分歧,就经济发展水平衡量而言,两类经济指标是不可或缺的, 一类是以 GDP 为核心的经济数

量指标,包括GDP总量和人均水平, GDP 的增长速度以及按不变价格计量的扩张程度等等;另一类

是以经济结构指标为核心的经济质量指标, 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投入产出关系等

等。以GDP 为核心的经济数量指标直接体现着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和规模上的扩张, 因而具有显著

的增长意义。但增长不同于发展, 重要的区别在于发展必须体现出结构性的经济质态的转变,而结

构变化则是长期的, 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发生的转变。单纯的增长可以在技术不变、制度

不变, 进而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在经济结构不变的条件下, 实现产出量的增

长,但这种增长不同于发展,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 1995)。

如果根据经济数量和经济质态这两类基本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加以判断,大体

上可以说,纵向地看,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横向地看, 我国目前略高于世界中下等收

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最近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 到 2004 年末我国 GDP 现价总量为

159878亿元, 按官方汇率折算为 19317 亿美元, 占当年全球 GDP 的 414%, ¹在世界上排在第六位;

人均 GDP水平在 1500美元左右(人口增长率以 2001 ) 2004 年平均自然增长率 614 j 计) ,这一人均

水平略高于当代世界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质量指标来看, 尤其是从劳动力

就业结构变化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在 47%左右, 这水平也仅略

低于当代世界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54%)。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数量指标还是从经

济质量指标上看,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中

国家平均水准过渡的状态,而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

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加速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与核算研究中心,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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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处于这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 1)首先,进入工业化加速期的社会经济通常意味着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持续高速增长

期,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上看如此,从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实看也是如此。就我国的实

践而言, 1978年至今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913%以上的水平, 已经持续了 27 年的高速增长。如

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从经济增长的

可能性来说,至少到 2030 年之前, 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712%以上是十分现实的(预计

2001 ) 2010 年平均为 8% ) 9%, 2011 ) 2020 年平均为 7% ) 8%, 2021 ) 2030 年平均为 6% ) 7%)。

这意味着 2030 年前的 25年里, 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长达 50 多年的

持续高速增长阶段。按照这一增长趋势,到 2010 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时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水

平(预计十一五期间为 818 j ) ,我国人均 GDP 水平将比 2000 年增长一倍,将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发

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 年,将比2000年人均水平增加约4 倍,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

目标,大体上达到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到 2030 年, 则将比 2000 年人均

GDP 水平增加 10倍,相当于当代世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即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 完成

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再持续发展下去,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持续高速增长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矛盾, 而高速增长中产生的矛盾, 也只能以持续高速发展加以解

决。

( 2)工业化加速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从经济史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

是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结构、市场组织结构等变化最为急速的时期。一

方面,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急剧加快,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质态产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尤

其是第一产业, 在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条件下,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迅速而又持续地下降, 形成极为严重的/ 三农0问题。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 在不长的时期

里,工业化加速形成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另一方面, 工业化加速进展到一定程度,工业

化本身将从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向以劳动对象工业和劳动资料工业为主深化, 因而重工和重化工

倾向日益突出, 由此提出的资本问题、技术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本对劳动的排斥问题等等

都会进一步尖锐。现阶段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上关于要不要重工业化和怎样推进重工业化的争论便

是这一系列矛盾尖锐化的反映。此外, 在工业化加速和市场化深入时期,第三产业的地位如何? 怎

样处理第三产业发展与第二产业的关系? 如何处理第三产业发展与市场化的关系? 如何完善第三

产业内部结构, 处理好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部门与现代服务产业的结构关系? 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 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推动市场化的意义? 等

等,都是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命题(刘伟、张云龙, 1992)。本来结构变化是在长期

中逐渐发生的, 但在工业化加速期, 这种长期中发生的变化却可以在较短的时期里发生, 从而使得

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因为在长期里发生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结构、利益

结构的变化,社会可以在较长的时期中逐渐适应并做出相应调整,但若在短期里迅速发生深刻的结

构变化,社会往往难以适应。从经济史来看, 工业化加速时期是结构变化最突出的时期, 各国工业

化加速时期之所以同时是发展过程中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 与这种结构性原因是有极为深刻的联

系的。

( 3)工业化加速时期,同时是社会发展成本迅速上升的时期。就经济方面而言,从微观的资源

配置角度来看, 工业化加速往往伴随资源消耗迅速上升,整个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受到资源的严重约

束。以我国的情况看, 1990 年至今, 我国经济对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 5%上升至 50%。

尤其是,如果在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方面有所滞后,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缓慢,对资源的消耗比必然

进一步上升,从而增大发展的成本。以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为例(能源消耗增长率PGDP 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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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2000 年为 012,而 2001 ) 2004 年达到 1129, 其中 2004年更是高达 116(张卓元, 2005)。

从宏观的经济运行和调控来看,在工业化加速时期, 一方面,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将表现出一系

列新的复杂性, 失衡往往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或小于总供给的总量矛盾,而是同时伴随着

一系列与通常的经济逻辑相悖的结构性矛盾。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来看, 既不能说是总需

求大于总供给, 因而不能说反通货膨胀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也难以说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

而不能说扩张就业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至少存在三大悖论, 即市场

总需求增长乏力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大过快, 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

期值很高, 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前期恢复程度显著的同时失业率反而继续攀升(刘伟, 2005a)。这

就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既难以扩张,又难以紧缩,从而增大着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困难。另一方面,

在工业化加速时期, 也是宏观经济目标实现过程中困难不断加大的时期,无论是反通货膨胀目标,

还是缓解失业率目标,都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阻力。就反通货膨胀而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

胀率很低, 这主要是由于发展速度低,同时市场化和经济货币化程度低, 但一旦进入下中等收入发

展阶段,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加速,通货膨胀率便显著上升。从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发展史看,进

入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普遍较高, 高的年份平均达到 30%以上;进入上中等收入发

展阶段,平均通货膨胀率更高,比下中等收入阶段平均高出 1 倍以上, 高的年份平均达到 60%以

上;只有到高收入发展阶段,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二元经济转型之后,通货膨胀率才又回落

到10%以内,整个过程呈现出倒 U字型。¹ 就反失业而言,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

的加快,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进一步尖锐,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深入,以往大量的隐性失业变

为显性失业。以我国为例,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GDP每增长 1 个百分点, 新增就业岗位 240 多万

个,而到现在, 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到100 万个(朱之鑫, 2004)。

毫无疑问, 这种微观上和宏观上的矛盾及困难的加剧, 会极大地提高经济发展的成本。并且,

这里还没有完全包括其他社会成本,如工业化加速时期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加剧,发展与环境的冲突

严重,失业与空位并存突出等等,都会加剧这一时期实现发展的困难。

二、中国经济市场化进展如何 , 现阶段的体制改革具有怎样的历史性转变?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无论存在怎样的争论,无论这一历史进程存在怎

样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怎样评价这一历史进程的绩效, 也无论在估算市场化的进展程度上存在怎样

的分歧,以下三点是人们普遍承认的: ( 1)经过多年的改革,市场机制已替代计划机制成为中国资源

配置的基本机制,价格信号已替代数量信号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尽管这其中还存在严

重的无序和不公平问题, 尽管人们对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人们普遍承认了

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的质的变化。º ( 2)中国的市场化转轨进程在所有的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中,

应属速度较快的,尤其是与俄罗斯经济转型相比较,一般认为中国市场化指数或经济自由化指数高

于俄罗斯。在国际贸易实践上,目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国家已有50 个左右。» ( 3)中国的经济体

制改革空前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无论是经济增长指标还是经济结构指标的变化,无论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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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 中国市场化的进展速度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均排在俄罗斯之前, 包

括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中, 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2000 年提出的5世界经济

自由度报告6中, 中国列第 101 位, 俄罗斯为 116 位,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5经济自由度指标 2003 年报告6中, 中国列第 121 位,

俄罗斯列第 131 位。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市场化进展程度的研究成果很丰富, 如卢中原等( 1993)、江小薇等 ( 1995)、原国家计委课题组( 1996)、;

顾海兵( 1998)、常修泽(1998)、樊纲等(2001)、陈宗胜( 1999)、李晓西( 2003)。

世界银行曾以上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的各国统计数据为样本, 阐释了经济发展史上的这一趋势, 参见世界银行( 1990)。



发展程度还是社会发展水平, 无论是绝对指标的进展还是相对指标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

经济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是否应当以社会经济发展作为评价制度变迁的价值标准存有争

议,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而且是历史空前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到现阶段为止,改革发生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呢? 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变化。

( 1)改革的核心或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否由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改革尤其

是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明确提出,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搞活企业, 特别是

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这一改革核心与中国以往的体制调整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根本不同, 以往的

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问题。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前苏联的计划体制的重要的不同

在于,在中央垂直控制的同时,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利(我们称之为/ 条块结合0的体制)。其好处

在于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但不利之处则在于,我国的计划体制从一开始便存在

所谓/ 条块之争0的矛盾, 因而, 很长时期在体制上要处理的问题便是/ 条块关系0, 即中央与地方间

的利益关系问题。新时期体制改革的核心则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矛盾关系问题, 而是企

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 新时期的改革较之以往更具深刻性。

但经过27 年的改革历程,目前,还能说中国改革的关键或核心命题是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

革吗? 应当说, 伴随着非国有化的进展, ¹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因此,改革深入的关键与其说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 还不如说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尤

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等等。

( 2)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否从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主转变为以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为

主? 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体制, 价格信号

替代数量信号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信号,因此,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先导,以市场行为主体制度(企业

制度)改革为首要,是改革的历史必然。º 经过 27 年的改革, 可以说到目前,尽管对于中国市场经

济进展程度仍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承认市场机制已替代了计划机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成为普

遍的共识。如果说在几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从配置资源的支配力量上,从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上,

市场已替代计划的支配地位;如果说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市场机制即使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力量,

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总会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那么,市场竞争的公平程度、有序水准的

提高,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质量建设则绝非几十年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实现的, 更是无止境的。因

此,经过 27年的市场化推进,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进入以质量建设

为主,即以提升市场化竞争的公平与有效性为主的阶段。市场机制的质量提升,说到底是市场秩序

的建设和不断完善。首先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关于谁能进入市场,谁不能进入市场的制度安

排,主体秩序回答的问题是/ 谁在竞争0,其实质是企业产权制度;其次是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即关

于如何决定交易条件的制度安排, 交易秩序回答的问题是/ 怎样竞争0,其实质是价格决定制度。主

体秩序与交易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对应于内在竞争机制, 市场经济外在的

环境秩序建设同样不可或缺。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 即在法律制度和法治过程中如何对市

场竞争机制和秩序加以保护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即在道德精神上如何支持市

场经济文明,毕竟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因而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是市场经济文明进程的客观

要求。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最为首要和基本的外在秩序。显然,社会经济的

内在竞争秩序和外在环境秩序的建设都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刘伟, 1993)。

( 3)改革的历史进程的重点是否由产品市场化转变为要素市场化? 我国的市场化进展是较为

7

2006年第 1 期

¹

º 尽管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孰为主要存在争论, 但培育市场内在竞争机制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人们普遍的共识。

据最近的经济普查, 国有工商业企业资本占企业总资本的比重已由改革开放初期近 90%降至 2004年的 48%左右。



迅速的,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前 27年的时间里, 我国市场化进展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包括

投资品市场化和消费品的市场化。如果以如何定价来作为判断是否市场化的基本标准, 那么,可以

说中国到目前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充分了,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

化。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要素市场化, 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

化,而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要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从我国的改革进程来看,在各类要

素市场发育中, 劳动市场化速度相对较快,无论是农村劳动力还是城镇劳动力, 绝大部分的工资报

酬(价格)是由市场决定, 政府行政性决定工资水平的比例已经很低, 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公

平性、有序性、有效性还亟待提高。相对而言,我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

间接融资市场, 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 一是规模小, 工商企业资本形成

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不足 5%, 二是秩序乱, 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已成不争的事实; 就间接融资

市场发育来看, 一是价格(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 而不是市场定价, 二是国有金融资

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因而,中国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尽管

利率控制开始有所放松, 银行体制改革上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与资本市场化相比较,我国土

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 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上, 还是在交易制度上,无论

是在价格决定上,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要素市场化发育

的滞后,是我国改革深化过程中的突出矛盾, 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的市场化。

( 4)对改革绩效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否开始由较为单一明确的标准向更为全面系统的综合标准

转变? 改革伊始,所需要解决的社会发展矛盾相对明确,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相对清晰, 因此,发

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以及相应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成为最为直接、也最具说

服力的评价改革的基本标准。但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发展,社会经济已由贫困状态穿越了温饱,进

入了小康, 社会发展的矛盾更为复杂,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尖锐,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

系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更具不确定性, 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的分歧更为深刻,因

而,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标准日益综合化,对深化改革的目标的要求日益多元化。如何在这种评价

标准综合化,目标要求多元化的历史变化中深化改革, 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命题。

三、处理现阶段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根本在于转变增长方式

处理我国改革发展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性难题和体制性矛盾,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根

本性意义。因为,解决发展的难题和改革的难题, 关键在于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

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发展而言,无论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是缓

解高速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发展效益,还是降低发展成本, 根本上都取决于效率的提

高,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改革的最终目的也在于通过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推动

经济发展。改革与发展间的内在统一, 根本上也在于通过改革, 从体制上促进发展问题的有效处

理,通过改革,从体制上推动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使效率提高具有必要的体制条件。

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但技术创新与其说

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更是制度问题,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可以说,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以社会制

度创新能力提升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

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

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发育。一方面,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上看, 市场主体秩序,尤其是在产权

制度上对企业的硬约束, 在产权主体和界区上的明确性,市场交易秩序,尤其是价格秩序上的公正、

公平性,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上看, 法治秩

序,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道德秩序,尤其是对创新的诚信支持,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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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以效率提升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作为理论观点还是作为政策主张由来已久,

但为何长期未见成效? 关键在于体制上缺乏足够充分的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经

济增长过程中, 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的效率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制度变革,在

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要素效率的提高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刘伟、李绍荣, 2001)。

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

的难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关键在于效率的提升,包括微观上的要素效率,包括经济结构演进中的

结构性效率,也包括宏观总量运动中的稳定性效率。那么, 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约束是什么? 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效率作为首要发展动力, 往往难以同时较充分地满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

要求, 因而以效率为主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社会约束在于, 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

扩大造成的社会矛盾,怎样才能够被有效地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程度之内? 也就是说,增长方式的

转变对社会和谐有着极为深刻的要求, 效率与公平之间必须建立均衡的关系。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 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明显地扩

大。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达到 0145 的水平,显著超出了通

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准,并且差距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

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 ( 1)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之间发展

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特征的强化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各地人均 GDP 水平与各地

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间高度相关(据测算相关系数高达 019140) ,城市化水平越

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应也越高, 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发

展性原因。如果单纯考察我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基尼系数上看,目前仅为 0132 左右,不

仅居于正常的安全线之下,而且与上世纪 90 年代的 0130 左右相比,近些年来也并无显著的扩大。

如果单纯考察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基尼系数目前为 0135,与前些年的 0134 相比, 也无

多大程度的提高,而且仍处于较为正常的安全水平之内。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则显著超过了安全

线。这表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及其扩大(刘伟, 2005b)。

( 2)对经济增长贡献增长程度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由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不

同领域中的进展是不同的,因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不同的。这

种在增长中贡献程度的不同以及贡献提高速度的不同,必然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以及收入增长

速度的差异上。据对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通过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对 1978 ) 1998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各种生产要素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伴随着制度变化,资

本和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的程度)是不断提高的, 但改革对资本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对

劳动的影响程度(据测算两者相差 900多倍) ,即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高速度远远大于劳动(刘

伟、李绍荣, 2001)。因而,如果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贡献直接相联系, 那么,资本要素掌握者的收入增

长相应地就要数百倍地高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由此必然急速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3)政府对市

场交易过多地直接干预, 或者说市场化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进展程度及竞争公平程度的不同,导致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包括各种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各种机会不均等的不公平竞争等都可能造

成收入差距的扩大。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不同,采取的相应措施也就不同。对于城乡发展上的不均衡所导致

的收入差距扩大,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努力提高农村发展水平, 尽快加速城市化进程,发展不均衡

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 只能以加快发展并提高发展的均衡性来克服。要素贡献提高程度不同形

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说到底是由于效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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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源于效率差别而形成的收入差距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尤其是在强调效率优先,强调以效

率提高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强调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简单地否定由此

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否则会对市场竞争效率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这方面矛盾的缓解不可能通

过市场机制,只能更多地依靠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非市场的机制及力量,特别需要政府在公共品、公

共服务等方面不断提高供给水平和公平程度,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完善, 需要社

会道德力量上的加强等。对于第三种原因形成的分配差距,在理论上人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分歧,困

难的是在实践上如何治理,这种治理的关键在于, 一方面是深化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因为这里所

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市

场竞争不公平、市场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加强并完善法制秩序,因为这方面差距的扩

大往往是由对法制的破坏同时又未能给以足够的法律制裁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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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Reform and Fundamental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China

Liu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 act: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has been entering into a new historian era. And it offered a series of specific

questions for us. The key issue for dealing with such questions is on the change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which 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on. Technological cre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stitutional creation indeed. Hence promoting the productivity

becomes the first motive force for the economic mode change under such conditions.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re exists a deep

conflict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Therefore, keeping the first motive force to the economic sustainable growth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Facing to the inequilibrium of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we should apply

different policy implications vary different reason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appropr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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